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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

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

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

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

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

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

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

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

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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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以下简称《自然社
会》）出版后，许多朋友对该书的宗旨、思路和具体论述在研讨会或书评
中都提出了相当恳切，有时也非常严厉的批评。批评的焦点是如何理
解现代社会的性质，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现代社会秩
序的人性论出发点、现代人性论的道德意涵以及现代社会规范秩序的
构成方式。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都与霍布斯解释有关，但也涉及霍布
斯与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洛克等人的思想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完整
回答，或许需要进一步考察现代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在第一代自然法
哲学家之后的演变，但在这一工作进行之前，我们必须在１７世纪的视
野中仔细辨识这一尚在雏形中的“自然社会”。

一、自然状态与人性论

《自然社会》将现代自然法学派发展的自然状态学说作为现代人性
论思考的起点。自然状态学说阐述的社会性概念逐渐对抗、改造并最
终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政治性概念，成为现代社会形态与道德秩
序的前提。郑戈（２０１６）在对《自然社会》进行的博学的评注中指出，平
等而非主体权利才是现代民主社会道德状况的根源。但现代民主社会
的平等之所以能替代自然不平等而“深入人心”，在《自然社会》看来，正
是“自然状态”解体自然人性的结果；而现代人的平等，与其说是以自我
保存的现实目标拉低过高道德标准的结果，毋宁说是借助自然状态建
构一种社会性的艰苦道德成果。

但应该如何理解自然状态学说为自由和平等的现代人提供的这一

社会性概念呢？《自然社会》认为：从自利与社会性的对立来区分现代
自然法学派中格劳秀斯与霍布斯的思想，忽略了二者在阐述新的“社会
性”概念方面的共同原则（李猛，２０１５：第３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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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新的自然社会性概念的基本构成要素（李猛，２０１５：第６－７节）；
普芬道夫对格劳秀斯和霍布斯的“综合”，初步构建了社会性学说的体
系，是１８世纪社会性学说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出发点。第一代现代自然
法哲学家阐述的自然社会性概念，就根本原则而言，是一种“自爱的社
会性”或“非社会的社会性”。问题只不过是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内
部不同理论因素的关系。
张国旺（２０１６：３９－４０）对《自然社会》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这一关

键问题。在张国旺看来，《自然社会》对自然状态的分析“存在相当奇怪
之处”：“在霍布斯阴影的笼罩之下，不仅格劳秀斯沦为论述霍布斯的一
个铺垫，普芬道夫对霍布斯的克服变得不再明显，而且洛克有关自然状
态的论述在此被整体忽略了”。相对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自然
社会》对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洛克有关自然状态论述处理的失衡，尤
其体现在对孤独个体通过财产建立的共同生活方式缺乏足够的重视，
从而低估了社会性在“自然状态”下建立的“一种完全独立于‘政治’之
外的社会生活”，而正是孤独个体独立于政治的这一社会生活，在实质
上充实了自然状态，使陌生人之间有可能组成一个“新社会”。这一忽
略导致“自然社会”这一核心概念“语焉不详”。

２０１５年６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公法论坛组织的《自然社会》
研讨会中，霍伟岸（２０１５）就曾点出，缺乏系统讨论财产问题的章节是
《自然社会》一个显著的缺陷。在《自然社会》最初的写作计划中，确实
包含了“家庭与财产”一章，但作者在处理自然法哲学家的财产论述时，
面临一些未能充分解决的理论问题，最终在成书时没有办法在现有的
结构中为这一章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或许正如张国旺（２０１６）察觉到
的，这一章并不属于《自然社会》，而必须放在１８世纪的问题域中才能
得以充分澄清。但就《自然社会》的关切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
首先并不是要考察几乎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社会”，而是要揭示现
代政治社会不可摆脱的“社会性”基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洛克有关财
产继承与默许同意之间关系的论述，但也可以从洛克或卢梭有关自然
状态堕落或败坏的分析中爬梳出关键的线索。这些都是张国旺在评论
中涉及的问题。
但即使《自然社会》增加篇章处理财产与社会性的关系，恐怕这一

处理对社会性的分析仍然会与张国旺（２０１６）在评论中强调的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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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是以人首先成为孤独个体为前提，没有这个
前 提，也 就 没 有 与 “共 同 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迥 异 的 “社 会”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这种人类关系的新形态。《自然社会》首先关心的是，人
是如何成为一个这样的孤独者。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但人并非
生来就是无家可归的陌生人，人是在“自然社会”中才成为这样的个体，
然后再作为自由平等的陌生人构成各种社会关系。在充分理解现代个
体在１７世纪建立的“陌生性”之前，“自然社会”在其后几个世纪慢慢积
累的各种共同生活形态的真实性质和内在张力不可能获得充分的

把握。

１．“当我听说，格劳秀斯被人捧上了天，而霍布斯却备受责难，我看出来，没有几个明理的人
读过或者把握了这两位作者。真相是，他们的原则是完全相似的，他们的不同只是在表达方
式上”（卢梭，２００２：７０３－７０４）。

《自然社会》在讨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之前先行处理格劳秀
斯，并不是仅仅将格劳秀斯看作霍布斯的一个理论“铺垫”，而是要印证
卢梭的洞察，揭示自然社会性的根本原则。１格劳秀斯的“社会性”概念
是从自爱出发的社会性，“社会的本性”在于借助共同生活或者集体关
系来保障“每个人自己”。社会性概念后来的理论发展逐渐用越来越丰
富的社会性内容充实了这一“自然社会”，但并没有改变自然社会性在
自爱与社会性之间建立的逻辑次序及其背后隐含的人性论图景。更重
要的是，现代社会每次对社会性内容的充实，其前提都是现代主体更加
孤独的存在处境。与霍布斯眼中处于战争状态中的人相比，卢梭笔下
摆脱自尊、只求自爱的人，要孤独得多，彼此也更加疏离，因此才不得不
借助更加去自然的道德自由和总体意志，才能建立单薄而脆弱的共同
生活，而总体意志与道德自由又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孤独。比起卢梭的
孤独漫步者，霍布斯的虚荣战士还未远离“相濡以沫”的世界。但当现
代人最终被带入康德围绕义务建立的社会性世界时，我们甚至有些怀
念卢梭“被迫的自由”中还残留的人性温度。因此，理解现代社会的“自
然社会性”，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仍然是理解霍布斯最初借助“自然状态”
概念将人抛入的这一存在处境。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形态，无论是
不断推进现代性的筹划，还是试图延宕或反转这一趋势的努力，都无法
摆脱霍布斯阴影的困扰。帕森斯当年选择从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出发
综合经典的欧洲社会理论，建立系统的社会行动理论，无疑直觉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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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问题对社会学思想传统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李猛，２０１２）。
《自然社会》中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分析，并不是要放弃或取消作
者之前曾经进行的社会分析，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对现代自然法学派的
考察，揭示现代社会分析方法本身的人性论前提。
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评论中，韩潮（２０１６）从几乎完全相反

的方向提出了对《自然社会》的批评。韩潮抓住《自然社会》上篇阐述的
社会性概念与读者更为熟悉的自然权利模式之间复杂的理论关系，指
出《自然社会》对不同自然法传统在社会性问题上的判教存在两种不同
的“声音”：一种主张霍布斯与格劳秀斯的对立是表面的，其实质是趋同
的，另一种则认为普芬道夫的综合克服了二者实质上的对立。不过，韩
潮认为，《自然社会》最终仍然在解释现代自然法学派时倾向于后者，对
普芬道夫综合“抱有深深的同情”，因为这一综合“成功地使自然状态具
有实质性的道德意涵”。在韩潮看来，“自然社会”概念多少是用一种有
些过厚的社会性概念消化了霍布斯的“非社会性”———一种薄的社会
性，从而令人遗憾地置换掉了自然权利范式在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主导
性地位。套用社会学中的一对概念，如果说张国旺（２０１６）的批评发现
《自然社会》有些“社会化不足”的话，那么，韩潮的批评则担忧，《自然社
会》有些“过度社会化”了。
韩潮的批评不仅触及《自然社会》上篇与中篇的理论关系，也有力

地探询了《自然社会》通过“社会性”而非“自爱”来描述现代人性论努力
的理论意图。事实上，《自然社会》对现代政治哲学的许多分析与韩潮
评论中所揭示的方向并没有根本的歧异，但对于如何理解霍布斯自然
状态和自然权利学说与现代社会道德秩序之间的关系，则有所不同。
《自然社会》认为，无论是从格劳秀斯—洛克经苏格兰启蒙运动到黑格
尔的思想史脉络来看，还是就现代道德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一般思想架
构来看，自爱恰恰是通过“社会性”概念才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秩序的解
体性重构，现代自爱从未摆脱社会性的纠缠与束缚，也从未缺少社会性
的救助与安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自爱要远比古代自爱（对比亚里士
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九卷：１１６８ａ２９ｆｆ）更在乎他人的目光。现代
社会最大的困难或许不在于过度的自爱，而在于根本无法摆脱社会性
建立自爱。社会性的始终在场，是现代主体不断转向内心深处探索孤
独的新边疆的重要动力。现代社会的“豪猪们”是“孤独的大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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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１９８８：第二卷第２部分以及 Ｒｉｅｓ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ｃｈ．
６－８）。
因此，在《自然社会》看来，社会性概念在“普芬道夫综合”中的初步

完成，并非黑格尔式的综合。普芬道夫的自然社会对社会生活的培育，
前提是自然法对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绝对自由的限制。而中篇对现代自
然法学说思想运动的分析指出，这一限制肇始于霍布斯自然法学说的
义务概念。因此，《自然社会》上篇的“普芬道夫综合”，与其说是现代社
会的答案，不如说是现代社会需要持久面对的问题；而中篇对现代自然
法危机的分析则表明，普芬道夫对自然状态的道德化（李猛，２０１５：第

１９节）并没能解决现代自然法的危机，而是把这一危机转移到了道德
科学的义务概念中。驯养受义务约束的动物，是否像尼采（２００７）当年
所说的是人类漫长历史对自己劳动的终极成果，我们的研究无法证明，
但《自然社会》确实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性”对人的培育和劳动的终极
成果。在这一点上，康德和尼采尽管立场针锋相对，但却都将之视为现
代道德的关键。
不过，在理解社会性概念上，无论是《自然社会》的作者还是《社会》

的读者，恐怕都会从韩潮（２０１６）对于社会性概念“无限制变厚”的告诫
中获益。事实上，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主题并不只是发展厚的“社会
性”概念。在“共同体”与“社会”，“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社会整
合”与“系统整合”，乃至“生活世界”与“系统”的诸多对立中，社会理论
同样关切“社会性”日益变薄的危险。始终困扰社会理论的问题是系统
整合无法代行社会整合，有机团结终究难以代替机械团结，而制度的理
性化一旦脱离了伦理生活的实践，只能沦为“铁的牢笼”。甚至整个现
代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比如韦伯的“社会行动”，其主要特征都必须追溯
到薄的“社会性”形态（李猛，２０１０：３－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位于现代
社会理论核心的“社会性”概念的人性源泉，是《自然社会》试图考察的
一个问题。在这一方面，《自然社会》希望不仅检讨现代社会分析的理
论前提，还同样能推进对现代社会的实质性分析。对现代社会性的理
解，不能满足于做约伯的安慰者，而是要透过令人愁烦的安慰声，看到
“毁了一切所有”的那个赤条条的人。
郑戈（２０１６）在评论中强调，现代道德秩序的形成，无论从理性论到

意志论的哲学转变，还是造就人性平等的概念，基督教思想传统都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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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史的洞见对《自然社会》有关现代道德
秩序的政治哲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矫正和补充。但将现代社会的道德
平等上溯至基督教传统中奥古斯丁反对佩拉纠主义的努力，甚至更进
一步追溯到保罗乃至耶稣建立陌生人的普遍主义道德的尝试，仍然未
能回答现代的道德世界本身是如何构成的这一哲学问题。更进一步
说，无论是坚决拒弃人伦或人义的道德神学，还是无中生有的上帝创世
叙事，都仍然承认人性才是这一道德世界建立的基底。我们必须回到
人，哪怕是“赤条条的人”。不管我们多么相信人性在全能者手中或历
史进程中的可塑性或“可完善性”，人性仍然会顽固地回来，以出乎意料
的新方式发挥作用。我们在体认现代道德世界的新与变时，如何能够
从中捕捉到人性的自然踪迹，或许是《自然社会》现有分析中最根本的
缺陷。

二、自然状态作为道德空间

以自爱的社会性或非社会的社会性作为现代人性论的起点意味

着，《自然社会》并不认为现代社会与古典政治的首要差别在于自然人
性中的激情造反颠覆了更高的理性，或者相对和平的激情（比如恐惧）
驯服了暴烈的激情（比如骄傲），利益规训了狂热与迷信，甚至某种更有
效的现实主义代替了梦一样的理想主义，而在于一种与自然政治性迥
异的社会性图景的构成。正如韩潮（２０１６）在评论中指出的，要判定这
一社会性图景的内涵，自然状态是否具有实质性的道德意涵是一个关
键的理论问题。
陈涛（２０１６）对《自然社会》的评论首先针对的就是这一点。陈涛认

为，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概念不能只视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否
定性开端，它也具有积极的道德意涵，这一意涵不仅体现在普芬道夫和
洛克的自然状态学说中，甚至早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就已初现端倪。
在陈涛看来，《自然社会》虽然已经将自然状态看作“现代主体的生存空
间和道德空间”（李猛，２０１５：第５节），但却未能真正把握霍布斯自然状
态的道德意涵，而满足于将其看作自然激情导致的自我毁灭或法权意
义上的理性矛盾，从而错失了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在道德意涵上兼具
否定与积极意涵的张力或模糊性。

《自然社会》确实主张自然状态是一个道德空间。强调这一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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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矫正将自然状态看作经验事实或历史事实的解释倾向。但自然状
态作为道德空间（不仅就霍布斯的哲学原则而言），和所有自然空间一
样，都是“想象性的”，并非客观性的自然位置（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６６，ｖｏｌ．Ｉ：

ｖｉｉ．２；李猛，２０１５：第８节，特别是第１７７页），而且就其作为人的道德
空间而言，还意味着缺乏共同的道德尺度，因此是一种私人性的想象空
间，是一种不同尺度尖锐冲突从而无法共同生活的空间。《自然社会》
的评论者几乎都同意，要从自然社会概念入手理解现代社会的道德基
础，关键在于根据自然状态与自然法权的关系来判定自然状态这一空
间的道德性质。陈涛的批评相当全面地触及了这一复杂的问题。
在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法权论证中，自然状态被

构成为一种法权状态。陈涛（２０１６：６１）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道
德上的模糊性”正在于此，即“自然权利是主观的，但似乎它又不只是主
观的”。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在这里并没有多少模糊之处。这一
点从霍布斯使用传统客观法权学说中作为公共尺度的“正当理性”概念
可以看出。如果自然状态的法权论证要有效，那么霍布斯使用的“正当
理性”概念就不可能具有其传统的客观涵义。事实上，霍布斯非常明确
地指出了这一点：

在计算中如果发生争论，有关各方就必须一致同意把一
个仲裁人或裁定人的推理树立为正当理性。这个人的裁决双
方都要遵从，否则他们就必然会流于争斗，或者由于没有自然
构成的正当理性而成为悬案。所有各种辩论的情形也都是这
样。有时一些人认为自己比所有其他人都聪明，鼓噪要交由
正当理性来裁定；但他们所寻求的却只不过是不能根据别人
的推理来决定事情，而只能根据他们自己的推理来决定；这在
人类社会中，就像打桥牌时定了王牌之后，每一回都把他们手
里最长的那一副牌当作王牌一样，令人不能容忍。他们所做
的，只是当自己的每一种激情在他们身上取得支配地位时就
拿来当作正当理性，从而在他们自己的争论之中由于自称正
当理性而暴露出他们缺乏正当理性。（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ｖ．３）
在这段重要的文本中，霍布斯明确指出，在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

“自然构成的正当理性”（ａ　ｒｉｇｈｔ　ｒｅａｓ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ｅ），每个人
不过是“当自己的每一种激情在他们身上取得支配地位时就拿来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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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理性”。２自然状态作为法权状态的正当，指的就是每个人从其自
身的私人理性出发，为自我保存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正当”
（ｒｉｇｈｔｌｙ）。这种“正当”的意涵即《利维坦》第１３章在描述自然状态时
所说的，“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不正当的”（ｎｏｔｈ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ｊｕｓｔ）。在
霍布斯（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ｉｉｉ．１３）看来，“正当”缺乏共同的定义，是“自然
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直接后果。康德在《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
文中对霍布斯自然状态作为法权状态的论述准确地点出，正是私人判
断权（康德称之为 Ｗｉｌｌｋüｒ）导致了这一法权状态构成的“权利”关系面
临根本矛盾（李猛，２０１５：１３９－１４０）。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社会》始终强
调“私人判断权”是自然法权论证中自然状态成为战争状态的关键环节
（李猛，２０１５：第６节）。因此，自然状态作为法权状态，在规定自然状态
的道德性质方面并没有客观正当的积极意涵。

２．《法的原理》对“正当理性”学说持有类似的批判立场（参见 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４：ｘｉｘ．８），而在《论
公民》（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８３）中，霍布斯广泛采用了正当理性的概念来表述自然法的各项规定：自然
法就是正当理性的指令（ｒｅｃｔａｅ　ｒａｔｉｏｎｉｓ　ｄｉｃｔａｍｅｎ　ｅｓｔ　ｌｅｘ　ｎａｔｕｒａｅ．Ｉ．１５，ｐａｓｓｉｍ　ｉｎ　ｃｈ．ＩＩ－ＩＩＩ，

ｅｓｐ．ｓｅｅ　ＩＩ．１）。对“正当理性”的这一强调，也是霍布斯在《论公民》中引入“醉酒自然法”的一
条重要理由：一个人应努力恰当地保存推理的能力（ＩＩＩ．２５）。但在《论公民》修订时针对“正当
理性”追加的长注中，霍布斯已经改变了这一对“正当理性”的能力定义，并对“正当理性”学说
施加了明确的限制：“虽然在国家中，国家本身的理性（即国家法）一定会被公民个人视为正当
的，但在国家之外，如果不与自己的理性作比较，就无人能区分正当理性与虚假理性，在这里，
每个人自己的理性一定不仅会被看成是他自己在面临危险时行动的规则，而且还会被看成是
评判其他人在这种情形下理性的尺度”（ＩＩ．１）。引人注目的是，《利维坦》几乎将绝大部分涉
及“正当理性”的表述都删除了，而且还取消了“醉酒自然法”的条款（ｃｏｍｐ．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ｖ．
３４，ｃｆ．ｖｉｉｉ．２３；另可参见李猛，２０１５：２９３，注１）。这里的引文是《利维坦》讨论“正当理性”最
重要的段落。陈肖生（２０１６）在一篇讨论有关问题的出色论文中，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
于《自然社会》的解释。他认为应将这一概念译为“正确理性”，本文下面的讨论也是对陈肖生
有关论述的评注。

不过，陈涛在评论中主要并不依据自然法的“正当理性”来思考自
然状态的积极道德意涵，而是借助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基本，但也更为困
难的立场，即考虑自然状态的积极道德意涵是否可能来自自我保存的
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直接在自然状态中为现代社
会建立道德的标准：一个是自然必然性，另一个是人为的制作。根据
陈涛（２０１６）的用法，前者可以称为人性论的方案，后者是道德科学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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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２０１６）首先援引了施特劳斯（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７１：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３）在
《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有关霍布斯的重要论述，引出对自然状态道德意
涵的探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以权利而非职责（ｄｕｔｙ）作为基本的道
德事实的。不过，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施特劳斯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整
体解释，但施特劳斯在主张自然权利成为“基本的道德事实”时，他是否
真的认为自然权利具有“积极的道德意涵”呢？在《自然权利与历史》论
及霍布斯的“现代自然权利”的章节中，施特劳斯虽然认为，霍布斯赞同
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想主义”传统对于“政治哲学功能与范围”的看法，
但却马上指出，霍布斯其实是要在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平面上建
立政治的道德原则，即将“自我保存的欲望”作为全部正义与道德的唯
一根源，因为这一欲望是“所有自然欲望中最强有力和最基本的”，因
此，要使自然权利发挥效力，“不需要诉诸道德，只需要启蒙或宣传”。
这也是为什么自然法学说认为，对于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来说，关键在
于“设计正当的制度”，而非培养人的品格。施特劳斯还特别提到，这正
是康德为什么会认为，“恶魔一族”只要有理性，也能建立正义的社会秩
序。而自然法学派的这一制度论主张，根源就在于个体的权利成为了
基本的道德事实。这一事实背后真正的哲学前提是，个体本身，即不考
虑任何属性的个体（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ｈｉｓ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在本质
上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而且在所有方面都先于政治社会。这就是霍
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的实质。这种无属性的“原初质料”，恐怕很难赋
予自然状态以陈涛所希望的积极道德意涵。
当然，如果如陈涛在评论的第一部分所言，“出于自然必然要做的

就是正当的”，那么人性中的这一最强有力的自然力量也足以为现代自
然法学派提供一种替代实践理性或自然倾向的“正当”，而霍布斯的自
然状态，无论多么反直觉，就仍然具有自然构成的客观尺度，而不仅仅
是主体性的权利。但正如施特劳斯（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７１：１８３－１８５，ｎ．１９３）提
醒我们注意的，霍布斯的所谓“政治快乐主义”之所以不同于伊壁鸠鲁
的“非政治快乐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霍布斯这里，自我保存
的自然权利并没有提供一个自然的尺度。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固然与古
典的“自然政治性”针锋相对，但同样也反对试图将自然与习俗对立起
来的古代习俗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恰恰是要证明，我们无法按
照自然生活。自然不是尺度，而是在想象中进入，再在想象中退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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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陈涛（２０１６）几乎完全意识到上述的理论困难。在评论的第二部
分，陈涛承认，霍布斯不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在霍布斯这里，“自然权利
的争斗，不同于自然力量的角逐”。但在这一部分，陈涛又将霍布斯自
然状态学说的道德意涵寄托于先于政治社会而人为规定的“自然权
利”。这回，“自然权利”因为是完全人为的（“凭借我自己的意志”），就
具有“制作者知识”（ｍａｋｅ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科学性，从而建立了一个客
观的尺度，使霍布斯得以先于普芬道夫将自然状态带入了道德科学的
领域。

如何能够将“非自然”规定的“自然权利”（作为道德的先验证明科
学的一部分）与完全出于自然必然性的“自然权利”（一种类似古典自然
正当的客观正当），都论证为自然状态的道德正当呢？在我看来，这两
种观点恐怕很难同时成立，而更大的可能是两者都不成立。３

追随陈涛对霍布斯文本细节敏锐的观察，我们确实会发现，在霍布
斯的作品中如何规定自然状态下的“道德心理学”事实以及在此基础上
建立的自然权利学说，有不尽一致之处。但这究竟意味着霍布斯希望
探索“自然状态学说在道德上的模糊性”，还是相反，在表述自然状态学
说时努力克服和摆脱传统人性论对于这一解体性的自然状态学说的束

缚呢？

３．虽然施特劳斯（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７１）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对霍布斯的理解比其早期著作《霍布
斯的政治哲学：基础与起源》（施特劳斯，２００１）更加复杂，但其中对霍布斯自然状态“道德事
实”的强调，只是以新的理由重申了早期著作的核心主张，即霍布斯的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是
一种“前科学”的新道德态度，这是“现代思想最深的基底”。而施特劳斯之所以强调霍布斯政
治哲学的道德基础或者说人性论基础，恰恰是要证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不是一种自然主义
的政治哲学。陈涛对霍布斯自然状态道德性质的论证，虽然援引施特劳斯作为佐证，但却与
施特劳斯对霍布斯政治哲学道德基础的诊断刚好相悖，即在施特劳斯发现反自然主义的道德
之处，他强调的反而是基于自然必然性的“自然正当”（霍布斯，２００１：５，３２－３３）。而且更重要
的分歧在于，施特劳斯还进一步指出，从新科学理想出发的“精确科学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不
仅遮蔽了原初的人性论或人文主义的道德，而且与这一道德态度在根本上就是不同的：“这是
一个反对前科学道德的道德，一个真正矛盾的道德，一种越出了所有经验的乌托邦政治”（霍
布斯，２００１：１６６）。无论我们如何评价施特劳斯对霍布斯政治哲学道德基底的具体剖析，但至
少可以确定的是，施特劳斯对霍布斯学说“道德态度”的关注并不能用来支持陈涛对霍布斯的
积极道德解读。

系统地研究霍布斯文本的变化，我们会发现，霍布斯对人性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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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必然性”在《论公民》４中表述的最为系统完备，更早的《法的原
理》手稿也同样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来表述人性的道德心理学及其结
晶———自然状态学说。５但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却努力避免采取相关
的论述，在阐述激情与欲望理论时尽可能避免提及自然必然性的概念。
“自然必然性”的观念直到论述“自然法”的章节才出现，但《论公民》中
讨论第一自然法（《利维坦》的第二自然法）时提到的“自然必然性”的段
落都消失不见了。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必然性”与“法权”在《利维坦》
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是在几乎全盘照录《论公民》相关段落的
“顺应”或“社会性”的第五自然法中：“我们既然看到每一个人不但是根
据权利，而且是根据自然必然性（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ｙ　ｒｉｇｈｔ，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ｙ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都应当尽一切可能力求取得自我保全所必须的一
切，所以为了不必要的东西而违反这一点的人便应当对因此而造成的
战争负责；他所做的事情也就违反了规定人们寻求和平的基本自然法”

４．《论公民》（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８３）在“献辞”中就开宗明义地将自我保存视为“出于必然性”（ａ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因此不被“自然权利”（ｉ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自然正当”？）视为“邪恶”。在“读者致辞”中
表述自己政治哲学原则时，霍布斯明确指出，人的自然禀赋导致人会尽其所能自我保存，这既
是每个人有权如此，也是必然如此（ｃｕｍ　ｉｕｒｅ．．．ｔｕｍ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ｏ．．．）。全书在讨论自我保存
时，始终将之同时视为自然权利与自然必然性（ＩＩ．３：ｉｕ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ａｅ；陈涛引用的

ＩＩ．１８，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ＩＩＩ．９，ｉｕ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论公民》在论述自然状态学说
的主要环节时，自然状态导致战争状态的原因（Ｉ．４）、人退出自然状态（Ａｄ　Ｌｅｃｔｏｒｅｓ）以及人的
趋利避害倾向（ＶＩ．４，ＩＸ．３）都与自然必然性联系在一起。最能反映自然必然性、道德心理学
与自由或意愿概念在《论公民》中的紧密关系的，就是霍布斯的声称：“无人不知的是，人的自
愿行为，出于自然必然性，会遵从他们对善恶和奖惩所持有的意见”（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８３：ＸＶＩＩ．２７，

ｃｆ．ＩＸ．３）。而且，似乎最支持陈涛评论第一部分观点的是，在《论公民》中，自我保存的正当
被看作是基于死亡的必然性，而后者具有和石头落地一样的自然必然性，因此，自我保存才是
不与“正当理性”（ｒｅｃｔａ　ｒａｔｉｏ）相悖的自然权利，是“正义”和“正当的”（ｉｕｓｔｅ　ｅｔ　ｉｕｒｅ）。而在自然
状态下，所有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仅限于所谓基本的自我保存），因为
对自我保存有用就是自然状态下法权的尺度（ｍｅｎｓｕｒａ　ｉｕｒｉｓ．Ｉ．７，１０）。这一段落也可以被用
来支持陈肖生（２０１６）多少有些类似的主张。

５．参见：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４：ｉｘ．１４，ｘ．３（ｃｏｍｐ．ｖｉｉ．１）。道德心理学的自然必然性构成了《法的原
理》中“自然状态”论证的主要线索（ｘｉｖ．６，１２，ｃｆ．ｘｘ．１４）。不过，在《法的原理》中，霍布斯在
界定自愿行动时，明确将之与自然必然性相对（ｘｉｉ．３），这不仅导致了文本上的自相矛盾（ｘｖｉ．
１６），而且也与道德心理学的有关论述存在相当的紧张（对比ｘｉｘ．２与ｘｉｖ．１３）。这些都表明，
霍布斯此时尚未清楚地意识到通常的“自然必然性”概念与其哲学一般原则（特别是感觉论）
之间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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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ｖ．１７；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８３：ＩＩＩ．９；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４：ｘｖｉ．８）。６这
一表述颇多费解之处：人是如何可能“为了不必要的东西”而违反“自然
必然性”呢？而且，在这一论述之前，霍布斯刚刚将人自然禀赋的多样
性描述为“凹凸不同的石头”，有待通过这一社会性的自然法来改正其
不适应社会的地方。然而，自然状态下人多样的激情以及由此引发的
理性猜忌，恰恰使人的自我保存无法局限于“必需之物”，而出于同样的
“自然必然性”，不得不延伸到“一切东西”上。这些困难表明，这里的
“自然必然性”绝非任何自然物体都不可能违反的“自然”必然性，也不
是必须服从的命令，而只是理性“建议”或“规劝”的一条“便宜的和平条
款”（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ｉｉｉ．１４，ｘｘｖ．２）。因此，即使考虑霍布斯文本中残
存的自然必然性与自然权利的关联，这些论述在根本原则上也未背离
霍布斯自然法的道德规范从自然权利出发产生的“假设性”或“条件性”。

而要从“自然权利”直接建立自然状态的道德意涵，就必须将自然
权利彻底人为化。然而霍布斯从未主张“自然权利”是人为制作的。在
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中，自然权利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而严格意义
上的规范性始于在自然法的规定下放弃权利产生的道德义务（李猛，

２０１５：第１８节）。这是自然状态学说转变为自然法的关键环节，而在国
家建立之前，被视为“正当理性”化身的自然法并不能摆脱自然权利导
致的人性困境（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ｉｖ．３－４，ｘｖｉｉ．２）。

６．有必要指出的是，《利维坦》拉丁文版在这一段唯一修订的正是这一关键性的表述：“每一
个人不但是根据自然法，而且是根据必然性（ｎａｔｕｒａｅ　ｎｏｎ　ｍｏｄｏ　ｌｅｇｅ，ｓｅｄ　ｅｔｉａｍ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都
应当努力保存自我，以及一切对此必需的东西”。在《利维坦》中，必然性概念出现最多的地方
是霍布斯论证自由与必然性相容的段落（ｘｘｉ．４）。总的来说，霍布斯在不同作品中使用“自然
必然性”概念的文本事实与他对“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原因的修订趋势基本一致（李猛，

２０１５：第６节），也大体与他使用“正当理性”概念的文本事实相符。

《自然社会》完全同意陈涛的看法———在自然状态的法权论述中，

霍布斯将自然的欲望或激情通过“意志”概念转变为“权利”，这是霍布
斯的自然状态转变为道德空间的关键环节。但无论怎样理解霍布斯的
意志概念与其道德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可以确定，语言与理性作
为人超出动物的人为发明，不仅没有改变自然状态在道德上的否定性
质，而且相反，在霍布斯笔下，是人为什么不具有自然政治性的主要原
因（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ｖｉｉ．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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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本身不足以建立客观的道德尺度，是霍布斯自然法学说始终
一致的主张。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虽然是真正的道德哲学，但作为理
性的指令，最多只是建议而非命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Ｈｏｂｂｅｓ，

２０１２：ｘｖ．３８－４１，ｘｘｖｉ．８）。道德哲学，或“自然正义的科学”，７哪怕可
以实现数学一样的确定性，但就像前面引文中算术的情形一样，技艺本
身的确定性并不能提供解决人与人之间纷争的尺度，使我们退出自然
状态：“虽然有自然法（每个人只有当遵守时保证安全，他就会有遵守的
意愿，这时才会遵守），要是没有建立一个权力或权力不足以保障我们
的安全的话，每一个人就会而且也可以合法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计策
来防范所有其他人”（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ｖｉｉ．２，ｃｏｍｐ．ｖ．３．黑体为引者
加）。这里的“合法”（ｌａｗｆｕｌｌｙ，或“容许”ｌｉｃｉｔｕｍ）清楚地揭示了自然状
态的私人尺度并没有因为自然法的出现而消除，因为“自然法对于没有
偏爱和激情的人来说，虽然容易运用其自然理性加以了解，因而使违反
者无所托词；但考虑到很少人，甚至没有一个人，在某些情形下不受自
爱或其他激情的蒙蔽，所以自然法现在便成了最晦涩的法”（Ｈｏｂｂｅｓ，

２０１２：ｘｘｖｉ．２１）。

７．霍布斯将自己的政治哲学称为“自然正义的科学”（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这大概既
包括他的自然法学说，也包括建立国家的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与义务（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

ｘｘｘｉ．４１，ｘｘｖｉ．１４；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６６：ｖｏｌ．ＶＩＩ．ｐ．４７１）。而在陈涛提及的“自然正义”段落中，霍布
斯（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ｘｘ．３０）恰恰是在重申自然法的“假设性”：“除了良知外，就没有自然正义的
法庭”（李猛，２０１５：３１６－３１９）。

陈涛认为，根据霍布斯在《论人》中的论述，政治与伦理的科学可以
成为证明科学，是因为“我们自己制造了这些原则———即正义的原因
（法律和信约），借助它们我们认识了正义、公平以及它们各自的对立面
不正义、不公平是什么”（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１：ｘｉ．４）。但既然霍布斯明确告诉
我们，在自然状态中，“正当与不正当，正义与不正义的观念没有位置”
（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ｉｉｉ．１３），那么，这一自然理性的教导，只有当国家的建
立移除了自然状态下人们对自然法和平路径的合理猜疑，才有可能让
我们时时“受自爱与其他激情蒙蔽”的理性认识到正义是什么
（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ｘｘ．１４）。根据霍布斯自己对“自然正义的科学”的方
法论规定，“正义的起源”（ｊｕｓｔｉｔｉａｅ　ｏｒｉｇｏ　ｐｒｉｍａ）并不属于“质料”的考察
（自然状态学说），而是取决于国家生成规定的国家形式（Ｈｏｂｂ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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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Ａｄ　Ｌｅｃｔｏｒｅｓ）。因此，对《论人》段落比较自然的解释是，霍布斯这
里说的“法律”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即“国家法”，这才是我们制造
的。最终，正义的原因或源头是建国契约，是它使一切其他契约和法律
成为可能，而不是人的自然权利。在霍布斯的世界中，国家才是第一个
真正的人为作品。
陈涛（２０１６）对自然状态道德意涵的追问，要求我们更加明晰地界

定自然状态作为道德空间的性质，而这首先就要澄清“道德”的意涵。
如果自然状态具有道德意涵是指，人性并非单纯的自然事实，而是“道
德事实”，尤其是涉及激情与欲望的道德心理学事实的话，那么，《自然
社会》对这一观点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但如果要在自然状态中发现
的道德意涵是指自然状态已经通过自然权利或自然法，建立了规范性
的道德秩序，形成了超越私人理性的道德尺度，《自然社会》确实反对这
一观点。《自然社会》的这一主张不仅明确体现在上篇对霍布斯自然状
态学说的解读中，更贯穿于中篇对现代自然法危机的剖析中。《自然社
会》始终主张，在霍布斯的自然法哲学中，并不存在张国旺评论中提到
的“经过自然法训育之后的第二自然状态”。根据《自然社会》的分析，
不仅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始终只是“假设性”的，而且普芬道夫对自然
状态道德化的决定性努力，也没能真正克服现代自然法自“苏亚雷斯综
合”以来面临的理论困难。这一根深蒂固的理论困难实质上意味着，现
代自然法学派虽然借自然状态学说拆解了传统共同生活的道德秩序，
却无力把解体后的人性因素重新拼装起来。每一次拼装的失败都会诱
发进一步的拆解，以图为新的拼装扫清障碍，提供新的出发点。自然状
态学说成功地在道德和人性中埋设了马基雅维利希望在政治中建立的

不断返回开端的机制，而现代道德秩序的自然解体与人为重构才是现
代社会卷入革命永动机的根源。这一点在洛克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明
显。没有哪一位现代自然法哲学家比洛克更清楚自然法学说在理论基
础上遭遇的根本困难，但也没有哪一位比他更满怀信心地援引这一学
说来创立极端革命性的激进政治学说（李猛，２０１５：第２０节）。

三、建国契约

如果说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涉及上篇与中篇的理论关系的话，那
么，建国契约的规范困难则涉及《自然社会》前半部分内容与下篇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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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系。陈涛对《自然社会》的第二条批评主要针对的是《自然社会》对
建国契约的解释。８陈涛（２０１６：７３）认为，《自然社会》对建国契约的解
释仍然囿于二手研究的虚构问题，事实上，“霍布斯从未关心过，人们在
何时何地，具体是出于何种动机，又是否因为服从自然法才选择缔约建
立国家”。霍布斯真正关心的是“国家的规范基础”。
饶有趣味的是，黄涛（２０１６：１２８）在另一篇评论中却认为，《自然社

会》的一个缺陷是“它没有回答，为何自然状态之下彼此疑惧的自然人
会选择服从一个有待制造的人为第三方，它也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人为
的国家是否只是自然人的所愿，抑或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
们的理性发明”。黄涛进一步将这一缺陷与《自然社会》“刻意回避有关
人性论的话题”，尤其是“激情的动力学结构”联系在一起。
黄涛的批评大概是对陈涛批评的最好回答。《自然社会》对建国契

约的分析恰恰是要表明，霍布斯并非从“动机”角度思考建国契约的理
论结构，他关心的是“建国契约”如何最终克服了自然法面临的道德困
境，从而为自由平等个体的共同生活提供规范性的秩序基础。“建国契
约”回答的是新规范秩序的理性逻辑———如何为国家的主权与臣民的
服从建立义务基础，而不是国家如何建立的历史事实（霍布斯大概会承
认，几乎所有国家就其起源而言都是自然国家）或心理逻辑。《自然社
会》第六章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努力实现陈涛所倡导的路径，但
正如该书中篇已经指出的，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并不能自动提供对政
治社会规范性问题的答案。

８．陈涛（２０１６：７１－７３）在文中对“自由赠予”的批评似乎出于对文本的误解。霍布斯明确指
出，ｌａｙ　ｄｏｗｎ自己的权利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放弃（ｓｉｍｐｌｙ　ｒｅｎｏｕｎｃｉｎｇ），这时放弃者不在乎
谁会因此受益；另一种则是让渡（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即有意让被让渡方受益。而让渡要么是双方
的（比如契约），要么是单方面的，后者就是自由赠予（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ｂｕｔ　ｇｉｆｔ，ｆｒｅｅ　ｇｉｆｔ）。如果
在原初契约中，订立契约的每个人对未来主权者没有契约关系的话，他们对主权者的义务关
系就只能来自自由赠予关系（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１）。而陈涛引以为证的《利维坦》第２８章描述建
国契约的段落恰恰支持这一阅读。在这一段里，霍布斯基本把“ｇｉｖｅ”、“ｇｉｖｅ　ａｗａｙ”、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ｇｉｆｔ”作为同义词来描述订立契约的过程。只不过霍布斯认为，具体就惩罚权
利而言，订约人在自然状态下并不拥有这一权利，因此也就不可能“让渡或赠予”给主权者
（“除非如此缔约的人拥有亲自去惩罚的权利，否则他就并没有给予主权者以惩罚权利”）：“在
制造共同体时，每个人让渡了（ｇｉｖｅ　ａｗａｙ）防卫他人的权利，但没有让渡防卫自己的权利”，所
以，共同体的惩罚权“并不基于臣民的任何让渡或赠予”（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ｇｉｆｔ）。

《自然社会》之所以采取这一解释路径，首先就在于这体现了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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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本的思想脉络：在《利维坦》第１７章最终给出“契约建国”的“唯一
路径”之前，他反复强调人无法借助动物的自然本能来克服自然状态的
困境；而在《利维坦》“导论”开篇的恢弘叙事中，霍布斯力图凸显的就是
人从自然出发，模仿自然，进而制作“人造人”的决定性时刻（ｆｉａｔ）。这
一叙事也具体体现在《利维坦》前两部分的结构上，即第一部分从人通
过“感觉”和“想象”面对“自然”开始，而终以“人为人格”（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第二部分则从所有人造物中最大的一个———国家（Ｈｏｂｂｅｓ，

１９９１：ｘｖ．４）这个“人为人格”的生成开始。《利维坦》第二部分有关国
家“形式”的主要分析，举凡主权者的权利、臣民的自由、国家与各种法
团及内部各个部分的关系，乃至法律、犯罪与惩罚，直至最终的解体，都
始终围绕建国契约构成的义务逻辑展开。霍布斯对契约论逻辑的重视
从他采用契约国家论重构自然状态中业已存在的家庭看得最为清楚：
无论自然状态中是否存在家庭，家庭的统治要具有真正的规范性，就必
须严格依据契约建国的理性逻辑来建立（Ｈｏｂｂｅｓ，２０１２：ｘｘ．４－８，

ｃｏｍｐ．ｘｖｉｉ．２，ｘｉｉｉ．１１；李猛，２０１５：第７节）。这一分析既不是历史性
的，也不是心理性的，而是力图揭示家庭作为道德制度的权利与义务结
构。
霍布斯之所以如此强调建国契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精确地揭示

了现代政治秩序及其道德基础的性质。不仅霍布斯的国家是人为制作
的产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一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并不
先于政治社会的建立，而是与之一同奠立的。这意味着，现代国家并没
有办法诉诸先在的道德基础来为自身奠基，因此，任何借助前政治的道
德秩序（无论来自根基性的生活世界，还是超越性的价值标准）批判现
代国家的努力，不仅不能触动现代国家的形式逻辑，而且所有这些“道
德”最终都必须通过契约时刻中权利转变为义务的规范性生成环节才
能发挥效力。这也意味着，所有来自家庭、宗教以及各种法团秩序中的
既有生活方式，唯有通过国家的这一规范性检验，才能获得合法性。恐
怕这才是任何传统破败的真实原因。所有的传统，最终都被迫在孤独
个体的内心法庭中证明它的合法性（霍伟岸，２０１５：１１２－１１４）。
正是现代国家的“制作”时刻在规范秩序形成上的这一不可替代的

角色，才是现代人孤独的真正动力。现代人致命的孤独并不是一种自
然的性情，甚至不是现代人在感觉和情绪上的单薄与贫瘠（事实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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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比任何时代都生产了更多种类和数量的感情，其中不乏“诗意、
甜蜜与美感”。参见托克维尔，１９８８：第２卷第１部分第１７章），而是这
种世界性的匮乏。规范秩序的“制成性”，成为现代生活缺乏世界性的
直接原因（比较李猛，２０１５：第２２节和第８节）。现代生活的根本困难，
不是世界拒绝光，而是光取消了世界。黄涛在评论中关注的现代人的
孤独，或许正是有待解释的“自然社会”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自然社
会》用以解释的思辨逻辑。一个比《自然社会》更充分的霍布斯解释，确
实需要对激情与欲望的动力学给出更为系统的描述和分析，但《自然社
会》关心的是霍布斯及现代自然法学派重新规定政治秩序与道德生活
的关节点———现代社会规范性秩序的形成问题。在这方面，自然状态、
自然法与建国契约的规范性环节，是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自然社
会》中，这并非单纯的制度性或程序性的建设，而恰恰是人性论最惊心
动魄的重构。
正是基于这一观察，《自然社会》并不认为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在

于自由与平等导致人性中较低的视野取代了较高的视野，或者脱离价
值取向的工具理性笼罩了人的全部生活。或许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恰恰
相反。现代社会比任何时代都更依赖规范性。比起工具理性的扩张，
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价值理性的升华使人的生活秩序只能孤零零地
悬挂在拒弃世界的精神“高度”上。现代社会制作了远远多于生活的规
范性。规范性不仅取消了生活方式，甚至取代了生活本身。面对这一
问题，《自然社会》的工作只是准备，真正重要的是中国人能否突破“自
然社会”设置的“历史命运”的幻觉，重新开始我们自己的生活。对于所
有现代人，这都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

Ｈｏｍｅ－ｍａｄｅ，ｈｏｍｅ－ｍａｄｅ！Ｂｕｔ　ａｒｅｎ’ｔ　ｗｅ　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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